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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不及英語有益？一項關於中國廣東省語言態度的調查

方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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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項研究以問卷的方式調查了 102位來自中國廣東省的粵語母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
度，以揭示國家的語言政策和人們的語言態度如何對一門地方語言的發展造成影響。它著

重分析受訪人群對英語和粵語作爲學校授課語言，學校必修課，日常交際語言以及一種資

源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受訪人群普遍對兩門語言持積極態度，但總體上似乎更偏愛英

語，並對粵語的使用有減少的苗頭。這一結果為研究粵語在中國的變化提供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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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粵語起源於中國南方，其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221-206年（Bauer & Benedict 
1997）。中國的第一位皇帝嬴政派遣中原地區的人來到百越地區（即現今的廣東
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海南省）定居，控制居住在南方的部落（Ramsey  1987, Sun  
2006）。南下的中原人士逐漸與百越民族通婚，他們的語言與百越地區的語言也逐步
融合，形成了粵語的雛形（Bauer & Benedict 1997）。隨著歷史更迭，如今粵語的運用
主要集中在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們習慣將廣州

地區（現今廣東省省會）的粵語方言視爲為粵語標準語（Ramsey 1987）。根據人口普  
查數據，廣東省約有 4000萬人口使用粵語（廣東年鑒編撰委員會  2018）。

雖然粵語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但目前在中國的發展似乎面臨來自國家語言政策的

影響。這些政策在推廣普通話和普及英語的同時對地方語言的發展支援不足（Chen  
1999, Hu  2009, Lam  2005）。Wang和 Ladegaard（2008）對廣州一所中學的 174名學
生的語言態度和行為進行調查後發現相當數量在廣東出生成長的受訪者認為普通話的

推廣帶來機會和競爭優勢，一些受訪者甚至開始在家庭中使用普通話，可見普通話的

推廣正改變著廣州的本土語言。單韻鳴和李勝（2018）對廣州人語言態度的研究同樣
發現，土生土長的廣州人的母語正在出現代際語言遷移現象，廣州人的母語已不單純

是粵語，有的受訪者甚至感歎“在廣州有些地方都可以不講粵語了，說普通話”，“粵

語很多地道的說法年輕人都不知道了”。普通話對粵語的影響還引起了一些廣東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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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保護本地語言的行動（Branigan  2010）。與此同時，英語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對粵
語造成的影響也值得關注。儘管英語在全球的流行已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語言發生遷移

甚至被取代（Kamwangamalu  2003, Pakir  1999, Sun  2005），接受調研的廣東粵語人
士普遍對英語持有積極態度，認為英語的工具性價值能夠幫助他們獲得職業晉升和開

展國際交流（Ng & Zhao  2015），得到更多出國的機會和更高的文化與社會地位（單
韻鳴、李勝  2018），或是在國際化的商業噱頭下吸引更多顧客。僅有個別受訪者將廣
州市內出現的僅含英語的店鋪招牌與西方文化入侵聯繫了起來（Han & Wu  2019）。
這普遍的積極態度可能使缺乏政策支持的地方弱勢語言加速地向優勢語言自願遷移

（voluntary shift）並衰落（Baker  2011, Nettle & Romaine  2000）。當英語作為一門國
際強勢語言在中國興起，進一步研究廣東省的粵語母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有

助於更好地了解中國目前的語言政策對粵語的影響，並為粵語面臨的發展提供進一步

的研究方向。

2. 文獻綜述

2.1. 中國的語言政策

1956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宣布一項行政命令，正式在全國範圍内推廣普通話。該
命令表明地區方言對不同方言社群之間的溝通構成障礙，妨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Guo  
2004）。近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委員會於 2010年 7月 7日也發布了一份題
為《關於進一步加強亞運會軟環境建設的建議案》的文件。該文件的第 6部分鑒於在
大眾媒體中使用粵語，建議“把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話為基本

播音用語的節目頻道，或在其綜合頻道和新聞頻道的主時段中用普通話播出，以適應

來穗參賽和旅遊的國內外賓客語言環境的需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委員會  
2010）。廣州部分的粵語人士認為這一建議約束了粵語的使用，會使其進一步被邊緣
化。這一態度後來發展為一些保護本地語言的行動（Branigan  2010）。2012年 3月 1
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制定並實施了《廣

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廣東省人民政府  2011）。這項新法規定，普通話和標
準漢字應是教育，大眾傳媒和公共服務的基本語言和文字。從這些政策來看，粵語作

為方言在中國的發展似乎缺乏足夠和有效的支持。

英語在中國的發展獲得的政策支持與粵語的情況截然不同。隨著鄧小平在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英語作為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的媒介成為中國所有學校的必修

科目（Hu  2004, Lam  2005）。中國於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成功申辦 2008年
奧運會後，英語作為學校必修學科的地位完全確立（Lam  2005年）。英語不僅是中
國大學本科，碩士及博士課程入學的必考科目，還是獲得良好就業機會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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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2003）。以雙語教育為特點的教育國際化在中國興起，英語逐漸成爲許多非語
言學科的教學用語（趙蓉暉  2014）。由於英語可以轉化為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Hu 
2009），它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視爲財富的代名詞（Hu  2004）。此外，英語媒體
在中國也獲得發展。政府財政支持新華社，廣州早報等中央和地區層面的英語媒體半

自主化運作，滿足公眾對英語學習的熱情（Guo ＆ Huang  2002）。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的規劃者也把外語能力和外語使用程度作爲城市國際化評估指標

之一。這些外語政策也曾遭到質疑和批評，例如：全民學外語浪費社會資源，外語教

育影響民族認同和母語的發展（趙蓉暉  2014），但是外語（尤其是英語）作爲連接世
界和中國的一架橋梁，目前仍是中國國家整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有朝著本土化

“中國特色”進一步發展的趨勢（彭龍  2017）。

隨著英語在中國的地位和價值的凸顯，許多廣東人開始傾向在日常粵語對話中摻

入一些的英語（王惠、秦秀白  2005: 59）。謝元花（2007）通過調查廣州的這種語碼
混用（code-mixing）現象，發現超過半數（55.42％）的受訪者使用粵語時會混合英
語單詞或詞組，最常這麽做的是大學生，其次是中小學生和商業工作者。謝元花認爲

語碼混合是廣東青年人展示其良好教育水平的一種手段。同樣，He（2010）報告說，
一些中國的年輕人有意在他們的語言中摻入英語，以“顯示他們時尚和現代”（第 8
段）。除此以外，按照中國教育部的規定，在廣東的公立學校中，英語是小學三年級

及以上的必修科目（教育部  2001，引自 Hu  2004）。中英雙語教育甚至全英教育被視
為教育改革和國際化的象徵，在廣東的重點中學和大學開始實施（Yow  2001，廣東工
業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2019，汕頭大學教務處  2017）。廣泛的英語熱和教育政策對英
語的支持促使大量的廣東人學習英語。

2.2. 英語和語言流失（Language loss）

Skutnabb-Kangas（2000）認爲擁有衆多使用人士的語言在傳播過程中可能危及其
他較弱小的語言。例如：英語作為當今世界的強勢語言在全球的發展已在一些國家造

成了語言遷移（language shift）和流失的現象。Fasold（1984）指出，當另一種新語言
替代語言群落（speech community）中使用的語言時，語言遷移可能已經發生。南非
和新加坡就是這種情況。Kamwangamalu（2003: 70）表示英語已經超過了非洲語言，
成為南非的媒體，法院和教育的主要語言，因為“講非洲語言的人認為他們的語言不

能養活他們自己”。在世界另一端的新加坡，在 20世紀 70年代實施了“英語必知雙

語政策”（English Knowing Bilingualism）。隨著新加坡人認同英語是傳播現代知識和
技術的語言，英語便成為該國首要的官方語言。根據 1990年的人口普查，五分之一的
新加坡人轉而將英語作為主要語言（Pakir  1999）。許多家庭也教導他們的孩子以英
語為母語（Gupta  1994）。2006年對新加坡進行的社會語言學調查顯示：英語已成為
大多數新加坡兒童最喜歡的語言，該國一半的印度裔和中國裔家庭都講英語（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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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sh & Bokhorst-Heng  2006）。Zhao和 Liu（2010）對新加坡華人地位的考察也發現：
華語使用者數量和華語的威望在該國不斷下降，英語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使華語在新加

坡的家庭裏不斷向英語遷移。同樣，Cavallaro和 Serwe（2010）探討了新加坡馬來裔
族群的語言遷移情況，發現英語作為促成經濟成功和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語
言對馬來社群的年輕人有著強烈的影響。並且他們的結論認為：馬來語正緩慢失去對

抗伴隨英語而來的語言遷移的據點之一，例如：家庭。

2.3. 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

“態度”（attitude）一詞原於“才能”（aptitude，拉丁語）和“行為，姿態”

（atto，意大利語）。它最初指“行動的能力”，意味著採取行動的一種傾向（Baker  
1992: 11）。Oppenheim（1982: 39）對態度的定義也包含了行為特征並反映了該詞語
的基本含義。他認為，態度是“心理生活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它直接或間接地通過

更為明顯的過程獲得表達，例如：刻板印象、信仰、口頭陳述或反應、意見和觀點、

選擇性回憶、憤怒或滿足或其他情緒、以及行為的各個方面”。 

Baker（1992）認爲人們的態度可以維持或損害健康，並且它們同樣可以決定一
種語言的存亡。Bradley（2002）和 Gibbons和 Ramirez（2004）也指出信念和態度是
影響語言維持（language maintenance）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看法得到了研究結果
的支持。Letsholo（2009）對博茨瓦納（Botswana）說 Ikalanga語（一門當地少數民
族語言）的年輕人進行語言態度調查後發現，雖然 Ikalanga語沒有遭受顯著的流失性
的威脅，但由於缺乏國家語言政策的支持和面臨國家主流官方語言賽茨瓦納語和英語

的影響，有明顯向賽茨瓦納語逐漸遷移的徵兆。受訪人群多數對更有價值的官方語

言持有積極的態度，部份受訪人群還報告稱他們在家庭中更常使用賽茨瓦納語。Sofu
（2009）對三個土耳其雙語家庭（以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為家庭語言）中三代人之間
語言遷移和維持的個案分析也表明，由於第三代人比前兩代人獲得更好的教育，他們

更具備語言保護意識並將自己的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阿拉伯語視為保留文
化身份的一種方式。他們對雙語使用持積極的態度，這一態度是阿拉伯語能在這些家

庭中得到維持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與 Sofu的研究結果相反，Bissoonauth（2011）
對居住在毛里求斯（Mauritius）的印度裔年輕人群在家庭中使用祖傳印度語言的情況
調查後發現，隨著受訪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對祖傳印度語言的好感下降並逐漸放

棄使用這門語言。相反，他們開始偏愛國家的主流語言（英語和法語），因為這兩門

歐洲語言能幫助他們接觸更廣闊的社群，並帶來學業成就和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

這一語言遷移現象的持續正影響著印度語言在毛里求斯的存亡。Zhang和 Slaughter-
Defoe（2009）對美國華裔家庭中傳承語言的研究顯示，雖然家長們對傳承語言持有
積極態度並視其為資源，民族身份的象徵和家庭和睦的關鍵因素，還積極採取行動在

下一代中保留這門語言，但是學校和教師對學生們在維持傳承語言上持有的輕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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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孩子們消極配合家長們的努力，從而不利於語言的傳承。Duanmu、Zhang、
Dong和 Zhou（2016）對上海常住人口的語言選擇和使用現狀分析後發現，受訪人群
對普通話和英語的使用在增加，對上海話的使用在減少，而且受訪者年齡越小，上海

話用的越少，普通話用得越多。這一趨勢與受訪人群的語言態度是一致的：普通話與

英語在生活與工作上的重要性高於上海話。單韻鳴和李勝（2018）對廣州人的語言態
度和粵語傳承的調查也指出，受訪人群對普通話和英語均持正向態度，因為這兩門語

言都能帶來個人發展的機會和更多的經濟回報。這一態度改變著廣州人的粵語使用情

況，代際語言遷移的現象正在出現。雖然受訪人群對粵語表現出強烈的身份認同，但

是他們中超過一半的人對粵語的未來持悲觀態度。

這些調查研究的結果與 Gardner和 Lambert（1972）對語言態度的歸納是一致的，
即語言習得者的語言態度普遍分為融合性態度和工具性態度。融合性態度的特點是語

言習得者渴望成為某個語言群落的代表性成員，並直接或者間接地與這一群落保持聯

繫，維持這種身份認同。工具性態度則是語言習得者渴望通過語言獲得社會認可或者

經濟優勢。一門語言若能幫助人們維持某种身份認同與文化價值觀或者獲得更多的社

會經濟資源，他們對這門語言的態度往往是積極的，相反，他們的語言態度則顯得消

極。積極的語言態度顯然助於語言的維護和發展，而消極的語言態度會導致語言使用

的逐漸減少甚至消亡。因此，進一步探討粵語人士的語言態度能更好地了解粵語在中

國的現狀。鑒於其他國家因英語的社會經濟价值而制定優先發展英語的語言政策和隨

之發生的語言遷移，以及中國對粵語方言發展支援不足的同時對英語的社會經濟价值

的廣泛認可，本文認同單韻鳴和李勝（2018）對粵語在廣東省存在遷移現象的判斷，
並希望進一步驗證粵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與語言遷移的聯繫，以增進人們對國

際強勢語言如何影響地區方言發展的認識。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本項研究意圖回答兩

個具體問題：

1. 在中國廣東省，粵語人士目前對英語和粵語持有什麽態度？

2. 這些人士對他們的語言態度作何解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本項研究採用了研究語言態度的主要方法之一：直接法（the direct approach）
（Garrett, Coupland & Williams  2003）。這種方法要求受訪者回答有關語言現象的問
題並直接表達他們的語言態度。這種測量方法通常依賴兩類研究工具：通過口頭交流

收集答覆的工具（例如：訪談）和引出書面答覆的工具（例如：問卷）（Hen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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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 Fitz-Gibbon  1987）。本項研究採用了一份含有開放式問題的調查問卷（參

見附錄）。問卷的第一部分是關於受訪者的個人背景信息（參見問題＃ 1至 #7），包

含年齡、性別、職業、出生地、目前居住地、對家鄉和母語的認同。問卷的第二部分

（參見問題＃ 8至 #14）是調查受訪者學習英語的途徑，使用英語的年限和對象，對

英語作為學校必修科目和教學語言的看法，以及對英語帶來的益處和英語人士整體印

象的看法。問卷的第三部分（參見問題＃ 15至 #20）是調查受訪者使用粵語的對象和

方式，對粵語作為學校必修科目和教學語言的看法，以及對掌握粵語的益處和粵語人

士整體印象的看法。問卷的第四部分（參見問題＃ 21）是了解受訪者使用多種語言的

綜合情況。爲了增強問卷的信度，第一部分的問題設置著重確保受訪者均是出生並居

住在廣東省的粵語母語人士，第二至第四部分的問題均以文獻綜述中涉及的關鍵内容

為主題，例如： 教學語言，必修科目，語碼混用，語言的益處，語言與家庭，語言使

用的多寡。問卷中大部分的選擇題都銜接着一個開放式問題，要求受訪者對自己的語

言態度進一步作出解釋，這樣的問題設置能幫助拓寬問卷收集信息的深度（Dörnyei 

2007）。出於實際的原因，問卷中涉及的語言行爲均為受訪者自陳式的行爲（self-

reported behavior）。Whelpton（1999），Wang和 Ladegaard（2008）也採用了相似的

方法調查語言行爲。本文坦承受訪者自陳式的（self-reported）行爲可能與實際行爲

（actual behavior）存在差異。

3.2. 受訪人群

本項研究的調查問卷發放到廣東省的高校學生和在職人士共 132人。其中 102人

的答覆符合研究的要求，問卷的有效答覆率為 77.27％。受訪者中 66人（64.71％）為

女性，36人（35.29％）為男性，並且年齡介於 17歲至 39歲之間。他們全部在廣東省

出生，目前大都居住在省内的 14個城市，並認爲自己的家鄉是廣東省或者省内的城市

（參見表 1）。在語言方面，他們均認爲粵語是自己的母語，並且都有使用英語的經

驗。其中 86.27％的人使用英語的時間至少是五年，而 13.73％的人則表示他們使用英

語的時閒未滿五年。當被問及他們如何學習英語時，超過 98％的人表示他們通過學校

義務教育學到了英語。超過 42％的人聲稱他們也通過職業培訓班和互聯網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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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的出生地，當前居住的城市和自稱的家鄉

3.3. 研究步驟

本項研究的受訪者均是本文作者借助在廣東省的職業夥伴關係使用雪球採樣

（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招募的。作者同時通過電子知情同意書向參與者們解釋了
研究的目的，徵得他們同意後方進行問卷調查。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問卷是以匿

名的方式作答的。在報告結果時，本文作者亦使用數字代碼區分參與者的回答。

該問卷以標準漢語製作，以防受訪者因英語程度不同或使用粵語的方言變體而

對問卷内容產生誤解。隨後，作者邀請了三名與目標問卷人群特徵相似的粵語人士

參與問卷測試。測試結束後，作者先對區分觀點不佳的問題進行了調整，然後通過

網絡調研工具 Survey Monkey發放問卷。調查完畢後，作者對定量數據進行了頻率
（frequencies）分析，並對開放式問題的回答編碼，然後參照 Ryan和 Bernard（2003）
主題識別技巧進行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

4. 研究結果

4.1. 受訪者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

總體而言，受訪者的觀點和行為反映了他們對英語的良好態度（參見表 2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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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5％的受訪者支持英語作為學校的一門必修課；

•  74.51％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受過更好的教育；

•  63.72％的受訪者支持英語作為學校的授課語言；

•  40.20％的受訪者認爲英語人士優越；

•  38.24％及以上的受訪者認爲英語能帶來多種益處；

•  31.37％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文明；

•  26.47％的受訪者認爲英語人士禮貌；

•  12.75％的受訪者認爲英語人士富裕；

•  13.73％及以上的受訪者與他們時常接觸的人以英語交流，例如：朋友
（32.35％）、同學（40.20％）、教師（62.75％）和客戶（20.59％）；

•  5.88％的受訪者甚至與家人一起使用英語，並且

•  兩位受訪者（1.96％）表示他們在生活中使用英語比粵語更頻繁；

此外，71.57％的受訪者稱他們至少有時會將英語詞彙與粵語混合使用。儘管受訪人群
對英語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但他們中僅有 7.84％的人支持將英語作為學校所有科目的
授課語言，48.04％的人認為英語作為授課語言應該限於英語語言課堂。

表 2和表 3將受訪者對粵語和英語的態度也進行了對比。總的看來，許多受訪者
對自己的母語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相較英語，粵語仍是他們中大部分人在生活、學

校和工作中更頻繁使用的語言。其中 91.18％的人表示粵語仍是他們與家人交際時使用
的語言，這表明粵語在絕大部分受訪者的家庭中沒有失去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學校必修課和學校授課語言的看法上粵語得到的支持比英語低得多，各相差 43.13％
和 28.43％。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粵語不應作為一門學校的必修課（27.45％）或
用作授課語言（31.37％），而反對將英語作為學校必修科目和學校授課語言的人僅有
7.84％和 0.98％，各相差 19.61％和 30.39％。此外，與英語相比，粵語人士與積極的
特徵（即文明，禮貌，優越性，教育程度更高和財富）關聯更少，但與負面特徵（即

貧窮，落後，野蠻）關聯更多。認爲粵語人士具備更高的教育程度和優越性的人數更

遠低於認爲英語人士具備这兩個特徵的人數，各相差 65.69％和 17.65％。在語言的益
處方面（參見表 3），受訪者對英語的認可也明顯多於粵語。粵語僅在交友方面比英
語有優勢。通過對比不難看出，受訪人群對粵語的總體態度似乎不如對英語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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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對粵語和英語的態度比較（一）

表 3  受訪者對粵語和英語的態度比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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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訪者對語言態度的解釋

受訪人群提出了兩個主要理由來解釋他們對英語的積極態度。首先，英語能使中國

與世界聯繫得愈加緊密，從而帶來更好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經濟效益。72.92％的受訪
者認為教授英語這門全球語言將使中國與世界密切聯繫。102號受訪者說：“在中國，

英語的功能就像一座橋樑，使我們能夠與其他國家的人士交流。”99號受訪者也說：
“中國目前正在國際化。英語教育不容忽視。”16.67％的受訪者認爲英語具有很高的
經濟價值。38號受訪者說：“學習英語後，還有另外一個渠道可以找到工作。”36號
受訪者強調道：“學好英語可以讓你賺外國人的錢！”這些言論都直接表明英語使學習

者受益，也呼應了 Hu（2009）的觀察：英語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受訪人群對英語持
積極態度的另一個理由是英語成了先進、時尚和現代的代名詞。43號受訪者表示：“西

方是文明和先進的，所以英語給我諸如文明和優越感的感覺。”13號受訪者也說：“我

印象中說英語的人是彬彬有禮的紳士或者是舉止大方的淑女。”部分受訪者還坦言模仿

香港影視傳媒描繪的時尚的用語方式，將粵語和英語混合使用。70號受訪者説道：“香

港的電影裏常出現這樣的語言混用，而且我已經學會了。”100號受訪者也說：“受電

視的影響，特別是香港那邊的影響，我偶爾會在粵語裏摻一些（英語）。”

另一方面，受訪人群對英語的主要擔憂是過度學習外語可能會阻礙本土語言文化

的傳承與發展，還可能降低中國學生的學習質量。98號受訪者説道：“太多科目用英

語教學，擔心會影響學生對中文的學習。”101號受訪者指出：“漢語是中國人的核

心，所以英語應該在漢語不受影響的條件下發展起來。這是非常必要的！”67號受訪
者也認為“中文才是日常使用的語言，這關係到中華文化的傳承。非母語的外語教學，

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能接受。不能因為英語學不好而影響其它文化的學習，甚至讓很多

有天賦的孩子失去學習其他文化的機會。”43號受訪者是一名正在使用英語學習商業
課程的大學生。他解釋說：“作為商學院的一名學生，其實挺多專業課都是用英語授

課的。不得不說，英語授課為專業學習製造了障礙，因為我們的英語水平還達不到那

麼高，專業知識也很具挑戰性。用英語教這些知識增加了我們理解的難度。”

受訪人群為他們對粵語的積極態度也作出了兩個主要的解釋。首先，粵語可以保

持和強化地方文化與人們的身份認同。1號受訪者說：“粵語聽起來不錯，因為它給

了我一種親密的感覺。”69號受訪者也說：“和歸屬感有關。粵語讓我有文化上的親

近感。”90號受訪者亦強調：“粵語是廣東的文化，有了它才能承載著廣東！”92號
受訪者支持將粵語定為學校的必修課並解釋說：“雖然我是廣東人，但我不知道如何

用粵語表達一些話。我認為應該教授粵語，並且通過課程向學生展示這門語言中包含

的中國文化。”2號受訪者也感嘆道：“粵語作爲一種文化應該被傳承吧。我們是粵

語省份。”95號受訪者更呼籲道：“尊重語言和文化！沒有保護，廣東文化可能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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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受訪人群對粵語持積極態度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粵語是一門有聲望的語言。當

被問及爲何將粵語人士與文明，財富和優越性聯繫起來時，36號受訪者解釋道：“我

感到自信，因為很多海外華人都會講粵語。”13號受訪者認爲“也許是因為很多人在

提到粵語時都會想到香港”。這些說法與 Gao（2012）的調查結果相一致，即國際上
對粵語的認可強化了許多人對其優勢的信念。

相反，受訪人群對粵語持消極態度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粵語相對而言是一門缺乏

廣泛使用的地區語言。43號受訪者坦言道：“粵語的應用範圍不像英語這麽廣，粵語

說白了也就是一種方言。學校沒必要把一種方言作爲必修課。但作為選修課，我則是

贊同的。”101號受訪者同樣認爲“它（粵語）沒有一種在全囯或者全世界的競爭性

及優勢，專為學它沒必要。廣東人天生就會講粵語，沒必要精通。學精通了也沒有用

處，因爲當你走出廣東或中國時，粵語是毫無用處的，或者用處不大。這是浪費學生

的時間。”66號受訪者説道：“如果這樣做（將粵語作為學校授課的語言），可能廣

東的大多數人不會說一門（全國的）通用語言，他們也不能與其他省份的人交流。”

65號受訪者也指出：“廣東的學校還有很多外省小朋友。只使用粵語授課不太好也不

公平。”39號受訪者同樣質疑道：“這種教育形式（將粵語作為學校授課的語言）並

不具有包容性。你不想跟廣東以外的人說話嗎？”

5. 研究結果的總結與討論

本項研究是由研究問題主導的。鑒於英語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以及粵語缺乏足夠

的政策支持，本文作者假設粵語在廣東省存在向英語遷移的情況。研究的結果似乎

並不完全符合這一假設，但是卻作出了部分論證。總體而言，受訪人群對英語持有

比較積極的態度，因爲英語能帶來諸多益處，這與其他的研究結果（Duanmu, Zhang, 
Dong & Zhou  2016，Ng & Zhao  2015，單韻鳴、李勝  2018）一致。這種態度在受訪
人群的語言行爲上有幾种具體的表現形式：個別受訪者（5.88％）開始在家庭中使用
英語；許多受訪者將英語作為一門日常用語，個別受訪者（1.96％）在生活中使用英
語甚至比粵語更頻繁；超過七成（71.57％）的受訪者偶爾會將英語詞彙與粵語混合使
用。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家庭語言的改變，因爲這是重度語言遷移的主要特徵，詳

見 Bissoonauth（2011），（Cavallaro & Serwe  2010），（Letsholo  2009），（Zhao 
& Liu  2010）。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受訪人群對英語的使用在增加，對粵語的使用則有
減少的苗頭。許多受訪者不但在生活、工作和學習領域頻繁地使用英語，而且通過

語碼混用的方式用英語替代粵語詞彙的使用。這些發現也呼應了其他的研究結果，

例如：（Duanmu, Zhang, Dong & Zhou  2016），（王惠、秦秀白  2005）和（謝元花
2007）。儘管本項研究反映這些語言變化的一些數據顯得微小而缺乏顯著意義，但它
們可能代表了語言遷移的前兆，表明潛在的趨勢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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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研究的受訪人群對語言態度的解釋也傳達了幾項重要信息。首先，語言的發

展與其本身的價值緊密相連。英語的廣泛傳播離不開英國曾經奉行的殖民主義。隨著

英國在全球範圍内建立殖民地，英語順利進入了許多國家並成爲該國的主流語言。在

過往的三個世紀裏，英國和美國相繼通過工業資本主義變成世界領先的經濟大國。先

進技術和科學發明在這兩個國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進一步推動了英語的傳播。渴

望學習這些新興科技的人需要學習英語才能理解前沿的科技術語並與來自英美的發明

家和製造商們交流（Crystal  1997）。如今，英語已成為獲得科技信息，接受良好的高
等教育，發展國際貿易和參與國際流行文化的主流語言，擁有非常牢固的世界性地位

（McKay  2002）。英語本身極高的使用價值決定了它將繼續作為中國國家整體戰略的
重要組成部分（彭龍  2017）。反觀粵語，它並未經歷英語式的殖民性和科技性推廣。
雖然從中國移民海外的粵語人士不在少數，但是粵語並未因此成爲移民國家的主流和

官方語言，也未獲得進一步發展而形成全球範圍内的主導地位並具備國際性的廣泛用

途。作爲一門漢語方言，粵語的使用仍主要集中在中國的粵港澳地區。隨著中國内地

的經濟文化迅速崛起和港式粵語文化對珠三角的影響今非昔比，粵語的活力也在逐漸

下降（陳永傑  2015，Wang & Ladegaard  2008）。相較之下，可見當粵語面臨外來強
勢語言的競爭時，粵語人群必須努力發掘、提高、強化和宣傳粵語本身的價值，才可

能使粵語逐漸影響中國語言政策的走向。當粵語像英語那樣具備更高的經濟和文化價

值，人們才容易形成對它的工具性態度（Gardner & Lambert  1972），粵語的維持和推
廣才更有保障。否則，缺乏政策支持的弱勢語言與強勢語言的接觸時便會發生消減性

雙語現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和語言遷移（Garcia  2009）。

其次，母語對維護地方文化和維繫身份認同十分重要。Fishman（1994）指出，語
言和文化的整體性至少反映在一個事實上：承載一種文化的語言能夠最準確地描述該

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觀點。這種文化通過該語言能獲得充分的表達。研究語言和傳統

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的學者也認為，語言是本土文化存在的
實體（Nettle & Romaine  2000, Skutnabb-Kangas, Maffi & Harmon  2003）。由於語言和
文化密不可分，本項研究的受訪者將粵語與親近感（一種文化融合感或歸屬感）聯繫

起來是合理的。文化是身份認同的獨特標誌（Nettle & Romaine  2000），所以，這份
文化融合感也可視作身份認同。Liebkind（1999: 144）認爲，人們總體上對母語有“融

合性態度（integrative attitude）–他們對該語言的使用者有認同感，並希望保持這種身
份認同”。當一種語言得不到充分的保護而衰亡，與之相連的文化也會隨之消失，言

語群落的“群落意識或歸屬感將受到損害”（Kipuri  2009: 58），他們彼此間的身份
認同也會逐漸消失。本項研究的受訪人群已意識到粵語對地方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重要

性，這與單韻鳴和李勝（2018）調查的受訪人群對粵語表現出的強烈認同感相似。這
種身份認同時也離不開語言本身的價值。只有當粵語本身具備優勢，粵語人群才容易

對自己的母語更爲自信並自覺地維護粵語群落的身份認同，從而有利於粵語的保護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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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母語的使用更有利於教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953: 11）倡
導母語教育並提出：“教育孩子的最佳媒介毫無疑問是他的母語。在心理上，母語是

孩子腦海中一個有意義的符號系統，能幫助他們自動地進行表達和理解。從社會學的

角度來看，母語是孩子所屬社群成員之間識別彼此的一種手段。在教育層面，與陌生

的語言媒介相比，母語能使孩子學習變得更加迅速。”Rollnick和 Rutherford（1996: 
101）在研究使用母語學習科學概念時，發現母語可以更好地為學習服務，因為它有助
於“澄清概念，消除誤解和表述想法”。Benson（2002: 303）對發展中國家雙語教學
項目的調研也表明，在小學教育中使用母語有諸多益處，例如：“彌合家庭和學校之

間的文化差距，提高學生的身份意識和自尊”。此外，Li和Majhanovich（2010）對
後殖民時期香港母語教育政策效力的研究也證明了母語教育的重要性。他們發現母語

對學生學習語言要求較高的科目尤爲重要。鑒於母語對學習與認知發展的益處，政府

和學校在推行中英雙語教育甚至全英教育時的確需要仔細考量外語（英語）教學該如

何“在漢語不受影響的條件下發展起來”（101號受訪者）以及如何為外語能力較弱
但母語能力正常的學生提供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值得參考的措施包括：加拿大提倡

的語言多元化政策，例如：在正規教育中設立文化傳承母語課程（Fishman 1991）；
香港在中小學推行的“兩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注重培養學生操流利的粵語、普

通話和英語的能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011）；臺灣探討的具有“反省本土

文化與語言機制”的外語政策，做到既能培養具跨文化知識和國際公民素養的人才又

能保護本土語言的核心價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

6. 局限性

雖然本項研究經過一番考量后才開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項研究涉及

的語言行爲均是受訪人群的自陳式的行爲，他們實際的語言行爲可能存在差異。本文

認同Wang和 Ladegaard（2008）的看法，對粵語人群實際的語言使用展開觀察調研結
果會更理想。其次，對於受訪人群，本文因疏忽而未在調查時明確區分他們是在廣東

地區長期土生土長的人士，還是新來的外省移民。儘管受訪者都聲稱自己在廣東出生

和居住，但是外來移民在廣東出生的子女對粵語的態度可能還是有別於常年土生土長

的廣東人。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這項語言態度的對比。再次，本文在闡釋調查

結果時沒有詳細考量年齡，性別，職業等人口統計變量。未來進行一項多變量的分析

討論可能會產生更爲深入的研究結果。最後，本項調查的樣本量似乎不夠大。因此，

研究的結果可能不能概括為代表廣東全省或中國廣大粵語人士的語言行為和態度。

7. 結語

粵語是中國廣東省傳統的主流語言，但是其目前在中國的發展缺乏堅實的政策支

持並面臨國際強勢語言英語的競爭。作為當今全球通用語言，英語有助於世界各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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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展、經濟交流、文化互動和開展外交，顯然十分重要。但是，它的快速發展和推

廣也造成了一些地方弱勢語言的改變、遷移甚至消失。以往的研究證明語言的流失往

往與人們對語言的態度有關。因此，本項調查試圖分析一小部分廣東省粵語母語人士

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以了解這些態度對粵語現狀可能存在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受訪人群對兩門語言的態度都比較積極，但總體上似乎更偏愛英語。這種態度也體現

為受訪人群語言行爲的改變：個別受訪者開始在家庭内使用英語，許多受訪者對粵語

的使用有減少的苗頭，雙語混用現象比較普遍。這些結果雖然無法表示粵語在廣東省

内正大範圍地向英語遷移，但卻與其他研究報告的結果近似：粵語在中國的活力有下

降的趨勢。因此，未來有必要進行更大樣本量的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更
深入地剖析廣東省的語言遷移問題以及促使這種變化發生的原因。

基於受訪人群對自我語言態度的解釋，本文認爲逆轉粵語這種變化趨勢的關鍵在

於發掘和增強粵語本身的價值。粵語人群和關注粵語發展的人士需要思考如何才能重

現並擴大粵語曾經的社會影響力，是否可以利用粵語的傳統内涵開發更多新穎的文化

項目，並能創造巨大的經濟與文化价值。只有語言本身的價值得到彰顯，人們對它的

態度才可能變得更積極，也更願意使用和保護它，同時對這門語言所象徵的群落身份

更自信與認同。做到了這點，粵語就可能影響國家語言政策的走向，從而得到更切實

的保護與發展。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是廣東省能否強化多語種語言政策（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更多地將不同的語言視作資源加以整合與利用，而不是把它們視為
可能阻擋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溝通交流的問題與障礙（Garcia  2009）。多元的語言政
策有利於廣東人民利用母語參與公共教育，掌握更多的語言工具和形成多元的文化身

份。在省域内，拓寬粵語的發展空間有利於文化語言上同宗同源的香港和澳門與珠三

角更好地融合。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内，掌握好普通話與英語也能培養良好的國民與世

界公民意識及跨文化交際能力。 

本文相信對以上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和研究既會為粵語等方言在中國的發展鋪

平道路，又會為擁有豐富語言文化資源的中國帶來更精彩的發展。

附錄：中國廣東省粵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問卷調查

第一部分（個人背景信息）

1) 您的年齡：□ 17-22歲   □ 23-29歲   □ 30-39歲   □ 40-49歲   □ 50歲及以上

2) 您的性別：□ 男性          □ 女性



1852020年1月　第99卷  第1期
January 2020　Volume 99  Number 1

3) 您的職業：□ 初中生      □ 大學生      □ 其他，請指出：______________

4) 您的出生地：_____________

5) 您認爲您的家鄉是哪裏？ ______________

6) 您認爲您的母語是什麽語言？ ______________

7) 您目前所居住的城市是：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對英語的使用和看法）

8) 您說英語的年限是：

□ 5年以下  □ 5至 10年之間

□ 11至 15年之間 □ 16至 20年之間 □ 20年以上 

9) 請問您是如何學習英語的？（可多選）

□ 學校義務教育 □ 家人之間（語言）互動 □ 私人家教               

□ 私人語言培訓中心     □ 職業培訓班        

□ 大眾媒體（如：電視，電影）   □ 網絡

□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請問您通常與誰用英語對話？（可多選）

□ 朋友  □ 家人  □ 同學  □ 同事                     

□ 老師  □ 客戶  □ 商業夥伴 □ 鄰居

□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請問您會把說英語的人與以下哪些詞聯系起來：（可多選）

□ 文明  □ 貧窮  □ 教育程度更高 □ 落後                   

□ 財富  □ 優越（性） □ 野蠻   □ 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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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爲何會如此認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請問英語作為學校的一門必修課對中國學生的學習有多重要？

□ 沒必要          □ 意義很小          □ 一般重要          □ 重要          □ 十分重要

您為何會如此認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請問您對英語作為學校的授課語言的態度是？

□ 學校裏所有的科目都應該用英語教授。

□ 至少自然科學類的科目應該用英語教授。

□ 我不在乎，只要學生能學到有用的知識就可以了。

□ 只適合英語（語言）課，這樣學生的中文學習就不會受影響。 

□ 中國的學生應該用中文接受任何科目的教育。

請解釋您的選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請問英語給您帶來了什麽 ?（可多選）

□ 一份更好的工作          □ 工作能更順利地晉升          □ 更多朋友

□ 出國工作                      □ 出國留學                              □ 出國旅遊

□ 對別的語言和文化更包容                                             □ 體驗壹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一步的評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對粵語的使用和看法）

15) 請問您通常與誰用粵語對話？（可多選）

□ 朋友   □ 家人   □ 同學   □ 同事

□ 老師   □ 客戶   □ 商業夥伴  □ 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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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請問您會把說粵語的人與以下哪些詞聯系起來：（可多選）

□ 文明  □ 貧窮  □ 教育程度更高    □ 落後

□ 財富  □ 優越（性） □ 野蠻      □ 禮貌                 

□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爲何會如此認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請問您認為粵語應當被定為廣東學校教學的主要授課語言嗎？

□ 十分不贊同        □ 不贊同        □ 不確定        □ 贊同        □ 十分贊同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請問您認為粵語應當作為壹門正式的必修課在廣東的學校進行教授嗎？

□ 十分不贊同        □ 不贊同        □ 不確定        □ 贊同        □ 十分贊同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請問粵語給您帶來了什麽？（可多選）

□ 一份更好的工作  □ 工作能更順利地晉升  □ 更多朋友  □ 出國工作  □ 出國留學

□ 出國旅遊              □ 對別的語言和文化更包容                 □ 體驗壹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一步的評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請問您會在粵語裏參摻英語詞彙嗎？

□ 從來都不          □ 很少          □ 有時          □ 常常          □ 總是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8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第四部分（多語使用的綜合情況） 

21) 請問總的說來，您在生活中使用以下哪種語言的頻率最高？

□ 普通話               □ 英語               □ 粵語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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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antonese Less Useful Than English? An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Xing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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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study of 102 Cantonese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nd 
Cantonese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of Southern China. The study explored the opinions of 
language use held by the sampled population to reveal how a country’s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people’s language attitudes can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language. It examined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in search of the respondents’ general beliefs about English and Cantonese in 
terms of language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language as a compulsory school subject, language 
in daily use, and language as a resource.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respondents generally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two languages but seemed to favor English more and tended 
to reduce their use of Cantonese. The study ended by suggesting further research towards more 
profound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in chang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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